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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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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而经济活动是社会行动的首要活动。根据对陕西省西安市的调

查数据，以“是否持续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

归模型，从自身特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 4 个方面分析“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年龄、性别等自身条件无关，经济资本中分红、房租等可替代

收入变量和人力资本中高层次职业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 交往能力和

政策制度变量在各自的类别模型中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能进入最终模型;

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因此，“村改居”群体提高

就业收入和文化程度以及拥有一技之长，均有助于其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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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不但事关其城

市主体地位的重塑，而且与新型城市化的健康、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伴随着我国各地快速

城市化进程中“撤村建居”的广泛推进，大量城中村

村民实现了户籍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改善，他

们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甚至更优越的社会福利与

生活保障，却还没有形成现代城市群体的个性品格

以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的契约精神和主人翁意识;

他们已经脱离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却没有同

“乡城移民”一样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的社会经

济活动中去。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样的现象，抑或说

是什么因素影响着这样一个城市新群体由农村社

会向城市社会融入的进程?

从社会学理论来看，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

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和群体进行反

思性、持 续 性 互 动 的 社 会 行 动 过 程 ( 陈 成 文 等，

2012) 。目前，我国学界关于社会融入的研究以及

政界对社会融入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乡城移民、未

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而事实

上，对于普通并正常的公民，由于社会性资源的不

一致或文化差别以及自身条件的限制和束缚，也会

导致其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出现社会

融入问题( 陈成文 等，2012) 。“村改居”群体是城

市的新兴群体，从主观上看，由于长期以来在“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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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的社会背景下所养成的乡土意识，使其城

市体验并没有促成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心

理以及教育等多个维度的城市化转变; 从客观上

讲，由于缺乏以可行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制度与政策

体系，导致其难以自发形成与现代城市社会相适应

的城市人格、文化性格和精神品格。因此，“村改

居”群体始终是一群游离于城市边缘的“失语群

体”，难以真正有效融入现代城市社会。对此，学者

们或从心理特征和适应能力以及人力资本和社会

资本等个体因素( 黄程栋，2014; 王慧博，2011; 叶继

红，2010; 李飞 等，2010) ，或从制度不完善和政策法

规的导向偏差及其与城市社会之间的主动和被动

排斥等宏观因素( 张海波 等，2006; 魏建斌，2005 ) ，

来对我国“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进行

研究，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现有的研究对深刻认识“村改居”群体的城市

社会融入现状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以启发，就创新社

会治理、推进新型城市化以深层次的思考，为推动

“村改居”群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稳定的

城市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总体来看，理论

研究多，而实证研究少; 对“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

融入困境的定性分析多，而对其影响因素的量化分

析少，尤其是缺乏对经济资本影响因素的考量。有

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

西安市莲湖区的调研资料，运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对

“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

分析，以拓展和深化有关研究，并为推动以人为本

的新型城市化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研究思路与假设

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一定带来其他层次的社

会融入( 张桂蓉，2008 ) ，但是其他层面的社会融入

却始于经济层面的整合。“村改居”群体在经济收

入和社会保障上已经相当于甚至优越于城市居民，

但是他们在经济活动方式上却具有“非农非工”的

特性。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没有行动何来

融入? 结合社会融入的概念及其“社会性”“能动

性”“持续性”“反思性”和“互动性”特征，本文以

“是否持续能动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

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①，并分析其影响因

素。综合考虑调研对象的年龄和从业经历，结合

“城中村”存在的历史，将 18 ～29 岁群体中有 5 年就

业经历、30 ～39 群体中至少有 5 ～ 10 年就业经历、40
～49 群体中至少有 10 ～ 15 年就业经历和 50 岁以上

群体中有 15 年以上就业经历的群体视为“持续能动

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群体，即实现城市社会

融入的群体; 否则为未实现城市社会融入的群体。
对于“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

本文认为: 自身的基本特征是影响其城市社会融入

的主要内在原因; 经济资本为“村改居”群体带来固

定的年度收益，成为他们维持生存甚至改善生活的

可替代收入，同时也有可能弱化其对城市社会经济

活动的参与; 人力资本的提高会加快“村改居”群体

城市社会融入的进程和步伐，而社会支持则是其城

市社会融入的外力动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村改居”群体自身的基本特征对其城

市社会融入有影响。具体来看，主要在于以下方

面: 一是性别。由于传统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与角

色定位等方面的影响，男性较女性更有可能“持续

能动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从而城市社会融

入的可能性更大。二是年龄。一般来讲，劳动力年

龄越大，自身素质、技能水平以及知识结构等越难

以适应城市社会发展需要，越不愿走出传统地缘和

血缘关系，进而与城市社会隔离的可能性越大，融

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越小。三是交往能力。人际

交往能力越强②，则越有可能与外界环境建立广泛

联系并对外界信息加以吸收和转化，为自己寻找更

多的机会参与城市社会的各种活动，进而促成自己

在社会规范、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与城市社

会的融合。
假设 2:“村改居”群体的经济资本对其城市社

会融入有负向影响。就业收入并非“村改居”群体

在城市生存的基本条件，参照既得的房租或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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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原因在于，“村改居”群体只有参与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才有可能突破原有的村落背景，形成新的社会互动，并在此过

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社会关系，将外在于自己的社会行为规范及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顺利实现全方位的城市

社会融入。
交往能力强的人更容易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并在新的社会关系中交流、互动、反思、逐渐获得自我认同和城市社会的认

同，实现城市社会融入。



等，低于预期收益的就业往往不能激发其参与的热

情。各种补偿和福利待遇的提高会强化“村改居”
群体的特殊身份认同，弱化他们参与城市社会活动

的动力。多套住房带来的可观租金以及拆迁安置

补偿费和每年的商铺分红等可替代收入，强化了他

们“以房谋生、以房养老、以房保医”的收入理念，弱

化了其建立业缘关系、扩大社会交往的可能性，零

化了其能动地与城市社会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

的空间。
假设 3:“村改居”群体的人力资本对其城市社

会融入有正向影响。结合“村改居”群体的实际特

征，本文用“文化程度”“一技之长”和“职业层次”
来描述其人力资本。文化程度越高①，社会性越强，

反思性越深，城市社会融入则越顺利; 掌握一技之

长，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资源，实现与城市社会能动

持久的互动; 职业层次越高，则越有可能更多地接

触较高层次的城市群体，加快其城市社会融入的速

度和程度。
假设 4:“村改居”群体得到的社会支持对其城

市社会融入有正向影响。社会支持可以提高“村改

居”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 社会关系越广②，社会参

与的可能性越大，城市社会融入的可能性也越大;

鼓励激发“村改居”居民积极投入城市社会经济活

动的政策制度，对其社会融入有正向影响; 周边企

业与人口的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为“村改居”居民参

与各种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有利

于他们的学习和提高; 社会认同度越高，社会排斥

越小，“村改居”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外部条件越

好，可能性也越大。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对西安市莲湖区“村

改居”居民的访谈与问卷调研。发放问卷 500 份，

实际收回 476 份，经整理有效问卷为 433 份。因变

量为“城市融入”，将“能够持续能动地参与城市社

会经济活动”设置为融入，用 1 表示; 否则为没有融

入，用 0 表示。调查结果显示，64． 8% 的“村改居”
居民能够持续能动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根

据前面的研究思路和假设，本文在构建“村改居”群

体城市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时，选取基本

特征、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 4 类 14 个因

素作为解释变量( 见表 1) 。

表 1 解释变量及其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城市社会融入 融入 = 1，未融入 = 0 0． 65 0． 480

群体自身

基本特征

性别 男性 =1，女性 =0 0． 53 0． 502

年龄 18 ～30 岁 =1，30 ～39 岁 =2，40 ～49 岁 =3，＞50 岁 =4 2． 30 0． 960

交往能力 差 =1，一般 =2，较好 =3，好 =4 3． 51 0． 982

经济资本

就业收入 ＜1 500 元 =1，1 500 ～2 000 元 =2，2 000 ～2 500 元 =3，＞2 500 元 =4 2． 65 1． 149

住房 1 套 = 1，2 套 = 2，3 套 = 3，4 套以上 = 4 3． 48 0． 639

拆迁补偿安置 ＜ 20 万元 = 1，20 ～ 30 万元 = 2，30 ～ 40 万元 = 3，＞ 40 万元 = 4 3． 12 0． 892

酒店商铺分红( 人 /年) 8 000 ～ 15 000 元 = 1，＞ 15 000 元 = 2 1． 15 0． 363

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 小学 = 1，初中 = 2，高中及中专 = 3，大专及以上 = 4 2． 78 0． 879
一技之长 有 = 1，无 = 0 0． 62 0． 489
职业层次 差 = 1，一般 = 2，较好 = 3，好 = 4 2． 69 0． 852

社会支持

社会关系 少 = 1，一般 = 2，多 = 3 2． 19 0． 729
政策制度 差 = 1，一般 = 2，好 = 3 1． 73 0． 684

周边人口与企业 少 = 1，较少 = 2，一般 = 3，较多 = 4，多 = 5 2． 44 0． 933
社会认同 农村人 = 1，城市人 = 2 1． 20 0．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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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标志着一个人的文化、教育和知识水平，体现了一个人对现代文明的认知、接受和接轨能力及程度。
群体社会关系的广泛有利于其打破传统地缘关系限制，进而实现与外界环境的社会交往和融合。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根 据 选 定 的 二 项 Logistic 回 归 模 型，利 用

SPSS19． 0 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通过逐步筛选策略

剔除 4 类变量中的不显著因素，得到模型 1 ～ 4 的估

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4 个模型最终包含

的变量分别是交往能力、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

技之长以及政策制度。其中，就业收入、文化程度、
一技之长和政策制度在 1% 的水平显著，交往能力

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它们是影响“村改居”群体城

市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各模型对数似然比卡方

的概率 P 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整体检验

也是显著的。
模型 1 是关于“村改居”群体自身特征对其城

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进入方程的只有交往能力

因素，说明在城市环境中稳定生活相当时间后，年

龄和性别对“村改居”群体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
融入城市社会已没有太大影响。交往能力与“村改

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正相关，从群体的城市社

会融入发生比来看，人际交往能力“较好”和“好”的

群体是人际交往能力“差”的群体的 6． 571 倍和 3．
714 倍，说明“村改居”居民的人际交往能力越强，则

城市社会融入可能性越大; 人际交往能力越差，则

越拘泥于传统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交往群体。

表 2 模型估计结果

B S． E Walds Sig． Exp ( B)

模

型

1

交往能力

交往能力( 1)

交往能力( 2)

交往能力( 3)

对数似然比卡方

10． 224 0． 017＊＊

0． 134 0． 627 0． 045 0． 831 1． 143

1． 883 0． 749 6． 315 0． 012 6． 571

1． 312 0． 771 2． 895 0． 089 3． 714

［3］11． 728＊＊＊

模

型

2

就业收入

就业收入( 1)

就业收入( 2)

就业收入( 3)

对数似然比卡方

21． 030 0． 000＊＊＊

1． 482 0． 710 4． 361 0． 037 4． 400

2． 549 0． 758 11． 304 0． 001 12． 800

4． 718 1． 161 16． 514 0． 000 112． 000

［3］37． 187＊＊＊

模

型

3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 1)

文化程度( 2)

文化程度( 3)

一技之长( 1)

对数似然比卡方

13． 668 0． 003＊＊＊

0． 363 1． 038 0． 122 0． 726 1． 438

2． 077 1． 027 4． 094 0． 043 7． 984

3． 539 1． 411 6． 293 0． 012 34． 432

2． 067 0． 577 12． 848 0． 000＊＊＊ 0． 127

［3］40． 912＊＊＊

模

型

4

政策制度

政策制度( 1)

政策制度( 2)

对数似然比卡方

9． 669 0． 008＊＊＊

1． 199 0． 482 6． 193 0． 013 3． 316

2． 560 1． 095 5． 464 0． 019 12． 941

［3］11． 783＊＊＊

注: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 2 是关于“村改居”群体经济资本对其城

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最终进入方程的只有就业

收入。1 500 ～ 2 000 元的就业收入在 5% 的水平上

有显著影响，而 2 000 ～ 2 500 元的就业收入和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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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00元的就业收入则在 1% 的水平上有显著影响，

说明 1 500 ～ 2 000 元的就业收入对于“村改居”群

体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不十分显著，因为在

西安一套房子的月租金也基本如此。总体来说，

“村改居”群体就业收入越高，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

动的可能性越大，城市社会融入的可能性也越大。
房屋套数、补偿安置款及商铺分红等变量，是“村改

居”群体参与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可替代收入来

源，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收益和养

老及医疗保障，但也弱化了他们参与城市社会经济

活动的欲望，可能对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存在负向

影响。但是该变量在本研究中未能体现出显著影

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检验。
模型 3 是关于“村改居”群体人力资本对其城

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其中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

都有显著正向影响。“村改居”群体的文化程度越

高，社会认知和处事能力就越强，对周围环境和价

值规范的理解就越深入，会进一步对自己的行动及

所处情境的社会和物理特性进行反思性监控，从而

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以适应城市社会的变化和发

展。一技之长是发挥“村改居”群体主观能动性，在

现代城市环境中继续社会化的基础和关键。技能

是“村改居”群体能动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

权威性资源，拥有一技之长，才能更好地运用各种

资源实现自己在城市的现代化转变和继续社会化。
模型 4 是关于“村改居”群体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其

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只有政策制度因素进入模

型，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保障其权利、强调其义务

的激励性政策能够推动其积极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

动，并逐渐积累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而激活其市民

意识，塑造其城市主体地位。社会关系、周边企业与人

口和社会认同等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外因

并不是“村改居”群体是否能动持续地参与城市社会经

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内因才是关键，这一点在表 3 的

最终模型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为了更进一步验证估计效果及其应用性，将上

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引入新的模型，依然采用

逐步筛选策略分析其对“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

入的影响，最终模型中 Hosmer-Lemeshow 统计量的

观测值小于临界值，且其拟合优度检验的 P 值为 0．
586，大于 0． 05，模型的拟合优度好( 见表 3) 。最终

模型包含了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其回

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的 Wald 观测值所对应的概率 P
值都在 5%的水平显著。而政策制度和交往能力没

有进入最终模型，因为如果引入，则相应的 Score 检

验的概率 P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

表 3 “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B S． E． Walds Sig Exp( B)

就业收入 11． 129 0． 011＊＊

就业收入( 1) 1． 399 0． 837 2． 793 0． 095 4． 049

就业收入( 2) 2． 264 0． 952 5． 658 0． 017 9． 625

就业收入( 3) 3． 979 1． 330 8． 952 0． 003 53． 453

文化程度 8． 853 0． 031＊＊

文化程度( 1) 0． 998 1． 551 0． 414 0． 520 2． 712

文化程度( 2) 2． 714 1． 566 3． 003 0． 083 15． 085

文化程度( 3) 3． 216 1． 865 2． 973 0． 085 24． 931

一技之长( 1) 1． 692 0． 682 6． 166 0． 013＊＊ 5． 432

常量 － 3． 958 1． 636 5． 854 0． 016 0． 019

卡方 6． 546

卡方拟合优度检验的 P 值 0． 586

注: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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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入模型的是就业收入变量。可以看出，

相对于1 500元以下的就业收入，1 500 ～ 2 000元、
2 000 ～ 2 500元和高于2 500元的就业收入分别使

LogitP 平均增长1． 399、2． 264和3． 979个单位; 从发

生比来看，就业收入1 500 ～ 2 000元、2 000 ～ 2 500
元和高于2 500元的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发生比分

别是就业收入低于1 500元群体的4． 049倍、9． 625倍

和53． 453倍。可见，就业收入越高，“村改居”群体

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融入城市社

会的机会和几率也越大。
其次进入模型的是文化程度变量。同样收入

“村改居”群体中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城市社会融

入也存在差异，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和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相对于小学文化程度分别使 LogitP
平均增长 0． 998、2． 714 和 3． 216 个单位; 从发生比

来看，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群体的城市

社会融入发生比分别是小学文化程度群体的 2． 712
倍、15． 085 倍和 24． 931 倍。可见，文化程度越高，

“村改居”群体对个人和社会的反思性越深，对新鲜

事物的接受越快，其城市社会融入越容易。
最后进入模型的变量是一技之长。可以看出，

在同样就业收入和同样文化程度的“村改居”群体

中，有一技之长的群体与没有一技之长的群体的城

市社会融入存在差异，拥有一技之长的群体相对于

没有一技之长的群体使 LogitP 平均增长 1． 692 个单

位，同时，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发生比是没有一技

之长群体的 5． 432 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

融入与年龄、性别等自身条件无关，经济资本中分

红、房租等可替代收入变量的负向影响未得到证

实①，高层次职业变量的影响不显著②，社会支持等

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 交往能力和政策制度在

各自的类别模型中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

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能进入最终模型。相对以上

变量，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对“村改居”
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影响显著。人的行为选择与

其利益密切相关，当融入城市社会能获取更多的利

益，“村改居”群体会积极能动地参与到这样的经济

活动当中来，因此，就业是载体，收入是目标; 经济

技术的发展对有一技之长的熟练技工以及高素质

的知识经验技能复合型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增加，文

化和技能既保证了“村改居”群体就业收入的增加，

也满足了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实现个人与社会

对接的同时，促进“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
“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的解决，并非某些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认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

自然解决的，必须重视这一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在

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提升城市品质和竞争力方面

的重 要 作 用。根 据 以 上 结 论 可 得 出 如 下 政 策

启示:

第一，对“村改居”群体向新市民转型的谋划，

不仅要考虑其户籍身份和居住空间的转变，还要鼓

励其积极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能动地实现城

市就业，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改革因

生产要素的贡献性差异所造成的“强资本、弱劳动”
的分配机制，提高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鼓励“村改居”群体通过经济行动参与实现城市社

会融入。
第二，在“村改居”居民居住区积极开办公益性

的、寓教于乐的文教俱乐部，选择适合“村改居”群

体认知结构的方式，帮助他们认识未来城市社会长

远发展的方向，厘清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自己的利益

与责任，提高认知能力和反思能力，加深对城市契

约精神和价值规范的理解，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模

式以适应城市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第三，扩大公益性技能培训规模，提高技能培

训水平。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有效实施大规模的技

术培训计划，一是可以提高“村改居”群体参与城市

社会经济活动的竞争力，增加其收入，推动其城市

社会融入; 二是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投入结构的转换

和升级，最终带来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 三是可以

改善和提升政府的效度和信度，增进社会和谐，促

进文明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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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可能是由于这些因素是“村改居”群体的共性特征而导致统计数据失去意义，如同在同一性别中去研究性别的影响程度

一样。
高层次的职业对包括“村改居”群体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是鉴于“村改居”群体自身的因

素，他们难以获得高层次的职位，因此这一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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